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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血统论，一种主张以祖先长辈的血统和身份决定个人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的政治思想，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发扬

到极致，社会充满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等级制和阶级斗争思想。

　　②正统论，一种主张基于正宗的皇权才具有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政治思想。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开始，发生过多次以

捍卫“正统”为目的的战争。

　　③“道统”，指的是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孟子、韩愈、程颐、朱熹、周敦颐等历代儒家学者都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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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论 中 国 的 “法 统”

蒋 晓 伟

（同济大学 法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法统”是中国法学特有的概念，是中华法律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法统”基于中华民族一
脉相承的传统，形成于中国现代社会从专制统治到民主共和的社会变革，发展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之

中。“法统”内含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传统，切合民主、共和和宪政的原则，以及行使国家治权的合法依据。

“法统”一词在１９４９年之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法统”自身所蕴涵的意义和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以及对未
来民主制度的开拓是不能忽略的。“法统”还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之中，成为当代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

隐蔽的、又是事实上的符号。这主要表现在：“法统”仍然维系着一个中国两岸四地关系，仍然在一个中国的两

岸四地不断地充实发展，并且开创了两岸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法统；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法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Ｄ９０９．２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８０－０５

　　“法统”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至中国现
代社会所产生的概念。从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９年，“法
统”在中国政坛以数次相争的方式，唤起人们厌

恶专制统治而向往民主共和的法治意识；之后

“法统”以法律文化的形式，实实在在地维系两岸

四地的联系和发展。“法统”是中国两岸四地法

学工作者学术研究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特色法

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法统”的由来及其内涵

　　华夏大地的原始社会是基于共同劳动的需要
并依靠血缘关系维系而组织起来的氏族社会。氏

族公社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为

了组织氏族成员开展有效的生存活动，形成了管理

氏族公共事务的氏族机关，由氏族成员共同选举氏

族首领，氏族首领执行集体赋予的各种职责。遇有

重大事项或争端，由氏族最高权力机关———氏族全

体会议共同协商解决。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不失

为原始协商民主的例证。公元前２１世纪左右，在
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夏启正式废弃

禅让制度，确立王位世袭传子制度。至商周，逐步

形成了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宗法制

度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非常重视“血统”，

特别以“嫡”、“长”为“正统”。中国两千余年的封

建社会在政治上持续了“亲亲”和“尊尊”为主要内

容的宗法制度，在思想文化上持续了“三纲五常”

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深

深打上了“血统”①、“正统”②、和“道统”③等“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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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承的系统”的烙印。所以，中国人特别讲究“一

脉相承系统”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正统”才具有

合法性，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如果不“正统”

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

子路》）。只有“正统”才具有合法的地位。不必说

治理国家需要有“正统”的身份，就连街头卖艺的、

卖小吃的，也要宣称自己是某某宗师的多少代正宗

嫡传弟子，自己的产品是“正宗”的、“正统”的。

　　１８４０年中国近代社会以来，中国的专制主义
统治和其经济基础———自足自给、一家一户为生

产单位的小农经济，都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成为阻

碍社会发展的羁绊。直观地表现为：它既不适应

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

适应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自由思想。中国

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与传统小农经济相适应的

专制主义政体也逐步呈现土崩瓦解之势。戊戌变

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等近代社会事件，不同程

度地加速了这一进程，同时也使民主、共和、宪政

的理念得以传播，并付诸实践，如１９１２年中华民
国成立，以及孙中山的南京政权制定、实施的《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现

状，中国的先贤先烈们，如魏源、王韬、康有为、梁

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尝试了改良、洋务运动、

维新和革命等方式，其中有智慧、有奋斗，但更多

的是流血牺牲。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民主、共

和、宪政的法治理念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而深入

人心，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治国理念。

　　以民主、共和、宪政为理念的“法统”观念，在中
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呼应下应运而生。这集

中体现在１９１２年３月开始的“二次革命”和１９１５年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的胜利上。

　　“法统”一词的产生和广泛使用，始于辛亥革
命后的民国年间。“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８日，孙传芳发
电给徐世昌：‘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

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历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

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民国六

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法统既复，易帜

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１］１２９“至

冀守正不阿，一切依法解决，不为少数政客私见伪

行所蔽，法统诚立，纠纷自解，而国事乃真可为也。

化兵为工之策，自信为今时救国不二法门。”［２］

“今北京已自称恢复法统，则护法者不得为罪。

乃今外使犹欲藉此以加罪于护法之人，是显与承

认法统之当道相背驰，其不职已甚。故该使如不

肯打消其迫陷余和鸿之手段，则是已视北京政府

之命令如弁髦；如北京政府明知之，而相容该使之

任性妄为，是阳认法统而阴仇护法之人也。是否

如此，即堪以此案为证。”［３］“曩者法统之复，亦可

为时局一大转？诚得西南护法诸省监护匡助，以

底于成，此时之中国当以入于法治之轨。徒以陈

逆叛变，护法政府中断，而北京政府所为，遂致任

情而未及彻底。且以毁法之徒 ，谬托于恢复法

统，国会纠纷，及今未解。”［４］“直系奸谋，至斯毕

露，法统之论，不攻自破。”①

　　什么是“法统”？当代学术界对此各有表述，
其内容大相径庭。有的学者认为，法统“是法系

的基本精神，是法系之魂”［５］；有的学者认为，法

统“是程序法则”［６］；而另有学者认为，法统“通常

指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具有宪法同等法律效力的根

本大法”［７］；还有的学者指出，法统是“中国法律

文化的内核”［８］。辞书的解释也不尽一致，《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辞典》给出如下解释：“法统是指导

法律实践活动的总体精神。”“与民族的价值观密

切相关，它是该民族价值观在法律实践领域的具

体反映。”［９］《法律辞典》中指出：“法统，指权力的

法律来源，或权力的法律依据。”《中国百科大辞

典》则写道：“法统，剥削阶级指其法的传统。”［１０］

《中华法学大辞典》则指出，法统“是剥削阶级论

证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１１］。

　　从法理学和法史学着眼，“法统”是中国法学
特有的概念，是中华法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它基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传统的文化传统，

形成于中国近代社会从专制统治到民主共和的社会

变革，发展于中国现代社会确立民主、共和和宪政的

法治理念之中。“法统”既是对过去旧法制的否定，

又是对新时代法制的开拓，这是封建国家逐步走向

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血统”、“正统”、“道

统”到“法统”，无疑是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对“法

统”的认识必须基于时代背景的考量，而不能仅想当

然地作字面解释；我们对“法统”的认识必须实事求

是地作客观分析，而不能片面地一概否定。

　　纵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法统”概念的产生

　　①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四川省议会要求声讨曹锟吴
佩孚并望从速组织政府致孙中山电（１９２３年８月３日），载于《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１９２３年第二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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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可知“法统”的内涵包括：第一，基于中华

民族一脉相承的传统；第二，切合民主、共和和宪

政的原则；第三，是行使国家治权的合法依据。

　　二、“法统”的历次之争

　　“法统”作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承载中
华民族历史传统、切合民主、共和和宪政原则，又

是国家治权合法依据的事物，自然成为各派政治

势力标榜、追逐和争夺的对象。中国的政坛从

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９年发生了多次“法统”之争。
　　（一）１９１１—１９２６年北洋军阀时期的“法统”之争
　　１９１２年，围绕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和袁世凯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

展开了斗争。前者的主旨在于民主共和，而后者

则是推行专制独裁的工具。在这场争斗中，对阵

双方凭借的手段主要是武力———袁世凯凭借武力

的优势解散国会，镇压革命，实行独裁；而孙中山

则在南方积极组织军事活动，各方都希望在获得

“法统”的地位中，取得国家的统治权。各方都标榜

实行民主、共和，反对独裁、专制。

　　（二）民国时期国民党内部的“法统”之争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法统”之争，结
合国民党政府的“法统”之争，盘根错节、扑朔迷

离。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太子党”孙科、陈公

博、国民党左派、西山会议派、桂系等各派政治势力

都曾经主张自己具有“法统”地位。１９２７年武汉、南
京、广东国民政府并存，１９４０年南京和重庆两个国
民政府并存，蒋介石的“两次下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在
广州和北京同时召开的两次“国民党一届四中全

会”，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南京、广州和上海同时召开的
三次“国民党四大”等，都是本阶段“法统”之争的典

型事例。由于“法统”之争异常激烈，在本历史时期

使用“法统”概念的文献较为常见，现列举三例：一

是“冯玉祥在洛阳调停宁汉之争，七月十八日汪复

电，谓对蒋氏有公愤，但国民政府法统当以死

争”［１２］。二是“今日谈到合作，不止宁汉，即更加几

方面，我也赞同。不过无论如何合作，均不能违背

法统。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全国代表大会举出来

的，现在成立特别委员会，即是自己取消了执行委

员会。我以为取消执行委员会，只有代表大会才有

此种权力，中执会没有这种权力……”［１３］三是“‘特

委会’乃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为打破武汉合法之法统

地位，以偷梁换柱守法窃取党政军大权之阴谋，且

于法无据，万不可参与”［１］２６３。

　　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法统”之
争，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政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

展开的对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争夺，但实质上却

仍然是不同政治势力对国家统治权的争夺。“法

统”之争的实质是“权力根据”之争。

　　（三）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政权的“法统”之争
　　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围绕中国的前
途问题，国、共两党在怎样建设新中国、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新中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１９２７年８月至１９３７年７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期间，国民党为确立一党统治的“法统”，先后制

定了《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

法》等宪法性文件，作为其统治具有“法统”地位的

依据。而中国共产党为推进和平，实现民主，在苏

区积极进行宪政建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

政府，并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在国统区爆发了一次争取民
主自由的宪政运动，史称第一次宪政运动。此间，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提出了关于宪

政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实行什么样的宪政是

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国民党虽答应实行宪政，

但坚持１９３６年的“五五宪草”完全合法的主张，并
坚持有关宪政的言论只能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建国大纲、训政纲领和国民党总裁的指示和国民

政府公布的有关宪政法令为依据，曲解宪政者一

律取缔之。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

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即新中国

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

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政治下的国体是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１４］。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政权
１９４６年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于１９４８年３月
２９日至５月１日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蒋
介石在１９４９年《元旦文告》中坚持：“神圣的宪法
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

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①

对于国民党集团的此类伪“法统”的论调，中国共产

党据理力争，给予驳斥。毛泽东在《论战犯求和》一

文中指出：“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

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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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１５］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文中提出

愿意与南京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有：“（一）惩办战争

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①

　　吴晗在《反内战运动》一文中指出：“自造的
什么约法之类说，又是法统。”“法统呢？也只是一

党的法，并非由人民产生，因此，也和人民无干。

反之，人民今天所能承认的是人民自己所订立的

法。”“人民所要的法统是合人民的法的法统。”②

　　１９４９年２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
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

根据该指示的规定，“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

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

法律作依据。”至此，国民党政权的六法全书在大

陆便失去了效力，国民党政权的“法统”被废除。

　　从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胜利以来到１９４９年的多
次“法统”之争，其中有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斗争，有

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斗争，有“怎样建设新中国、建

立一个怎样的新中国”问题上的斗争。这些斗争，

不管有何政治背景和政治动机，不管是真心实意或

者假心假意地争取“法统”，不管对“法统”真有利还

是假有利，客观上都有利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传

统，都有利于民主、共和和宪政原则的发扬，都有利

于行使国家治权必须要有合法依据的制度建设，并

且使“法统”显得更为重要。

　　虽然随着国、共法统之争的结束，“法统”一词
在１９４９年之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法统”
自身所蕴涵的意义和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以及对未

来民主制度的开拓是不容忽略的。可以说，“法统”

承载了中国现代社会试图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

承载了现实中的人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和愿望。

　　三、“法统”是当代促进中华民族发展
的一个隐蔽的、又是事实上的符号

　　承载了历史、承载了现实中人们的追求和愿
望的“法统”，虽然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法统”实

际上并没有消失，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之中，

成为当代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隐蔽的、又是

事实上的符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法统”仍然维系着一个中国的两岸四

地关系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四地同属于一个
中国。虽然两岸目前尚未统一，情况不尽相同，但

两岸四地的法律都明确地确认同一个“法统”，即

都坚持不懈地确认只有一个中国，坚持中华民族

“一脉相承的传统”；两岸四地的法律都坚持民主、

共和和法治的原则；两岸四地的法律都坚持行使

国家治权的合法依据。正如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所说，“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没有分裂”［１６］。这就是“法统”的实际作用。

　　（二）“法统”仍然在一个中国的两岸四地不
断地充实发展

　　正因为两岸四地的法律都坚持“法统”，因此
“法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两岸关系的发

展而不断发展。中国大陆依据宪法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恢复

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这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

统一大业，也使“一国两制”从理论变为现实；１９９８
年现行宪法修正案，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２０１１年，一个以宪法为
核心，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配套，民

商法、社会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程序法等部

门法齐备、体例科学、数量适度、内在统一协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台

湾，近年来“完成《刑事妥速审判法》、《法官法》、

《家事事件法》的立法，成立廉政署。全力推动与

社会脉动结合的司法改革，让百年前从西方移植

而来的司法制度，真正在台湾生根，使法治成为人

们生活的方式、人权成为人们内化的价值”。③

　　（三）“法统”开创了两岸前所未有的和平发
展新局面

　　近年来，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
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开

创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新局面。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方针政策逐步深入人心，反对“台独”、认同

“九二共识”④的共同政治基础继续巩固，协商谈判

不断取得新成果。直接双向“三通”全面实现，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成功签署和实施，两岸人民和社会各

界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格局已经形成。

·３８·

①

②

③

④

《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５日。
《上海周报》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８日（第４２期）。
参见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２０１２年的就职演说。
“九二共识”是海峡两岸在１９９２年香港会谈中就“一个中国”问题及其内涵进行讨论、所形成的见解及体认的名词。其核心内容

与精神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这一切进步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法统”有密切关

系，是“法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衍生品。

　　四、简短的小结

　　产生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法统”，包含了中
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传统，并切合民主、共和和宪政

的原则，是行使国家治权的合法依据。

　　从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胜利到１９４９年，中国政
坛确实发生过多次“法统”之争。这些“法统”之

争，客观上有利于民主、共和观念的发展。１９４９年
以后，“法统”一词虽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实

际上并没有消失，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之中，

促进着中国两岸四地的法治发展和区域联系。

　　我们当今认识和研究“法统”，不仅在于揭示
“法统”的内涵及其历史作用，而且在于理解“法

统”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和发展趋势，从而承续

“法统”以法律文化的方式，推动中国两岸四地的

法治发展和区域联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

待中华民族的“法统”进一步发扬深化，在不久的

将来，两岸衍生出更多的“共识”、更多的“框架协

议”、更多的“关系法”。这些“共识”、“框架协

议”、“关系法”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且

涉及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从而使两岸四地人民

携手奋斗，实现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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